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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团队何以愈挫弥坚? 领导正念对团队韧性形成的影响* 

刘贝妮 1  张志学 2 

(1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 北京 100048) (2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动荡商业环境中, 团队成功抵御风险、迅速恢复甚至实现成长的关键在于团队韧性。团队韧性既是

团队在逆境中反弹的一种能力, 也是一种动态心理过程, 亦是一种共享信念。现有团队层面的韧性研究相对匮

乏且以能力观占据主导, 忽视了其动态发展和共识涌现, 且前因研究较少关注领导特征。研究整合能力观、过

程观和共识观三种视角, 刻画领导正念影响团队韧性形成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发现为团队如何在逆

境之中摧而不垮甚至愈挫弥坚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整合框架和管理实践策略。 

关键词  领导正念, 团队韧性, 能力观, 过程观, 共识观 

分类号  B849: C93 

1  问题提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经

济、新业态、新模式革故鼎新, 推动组织设计和

组织结构不断扁平(张志学 等, 2021)。基于团队

的工作模式越来越普遍, 团队结构和设计的迭代

成为组织成功的关键因素(Zhang et al., 2020)。身

处多变、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商业环境中, 工

作团队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危机 (King et al., 

2016)。团队危机以多种方式呈现, 从慢性压力源

(如项目截止日期的压力、集体疲劳和角色超载等)

到急性冲击(如团队设备或技术故障、资源中断和

团队冲突等) (Stoverink et al., 2020)。这些不利因

素通过破坏团队关键流程严重影响团队绩效, 损

害团队功能并最终导致高团队失败率(Barton & 

Kahn, 2019)。 

尽管如此, 仍有一些团队在面对困难、逆境、

挫折的时候能够摧而不垮甚至愈挫弥坚。例如 , 

面临客机挡风玻璃突然爆裂、副驾驶被吸出窗外、

驾驶舱温度骤降等急性冲击, 川航 3U8633 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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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临危不惧、协同共进, 最终带领 119 名乘客

成功安全迫降。又如, 面对工作场所中的一些慢

性压力源, 一些团队虽然由于人员流动而失去关

键成员, 却仍然能够通过角色重组填补空缺从而

获得成功; 一些团队即便经历了成员之间的冲突, 

也能通过建设性地解决冲突来恢复关系……同样

面对种种不利情境 , 为何有些团队能够转危为

安、实现新生, 而有些团队却难以幸免于难?已有

研究发现, 团队成功抵御风险、战胜逆境、迅速

恢复平衡状态甚至实现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在于

“团队韧性” (West et al., 2009; Carmeli et al., 2013; 

Kennedy et al., 2016; Hartmann et al., 2020)。因此

如何提升团队韧性不仅是管理者面临的一项重要

现实课题, 近些年也吸引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然而相比起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的韧性研究, 团

队层面的韧性研究还相对匮乏 (Stoverink et al., 

2020; Raetze et al., 2021)。 

塑造团队韧性的过程中, 团队领导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危机时刻领导者的作用更是弥足珍贵

(Vera et al., 2017; Dimas et al., 2018)。面对伴随危

机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征, 团队韧性意味着

团队成员要保持对细微变化的觉知、有效协调以

应 对 破 坏 性 和 挑 战 性 事 件 并 从 挫 折 中 恢 复

(Carmeli et al., 2013; Kennedy et al., 2016)。而这与

领导正念“具有高度觉察力 , 在不同环境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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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平静、形成洞见, 从内而外地激励、赋能

和引领他人”的特征不谋而合(Schuh et al., 2019; 

Decuypere et al., 2020; 路江涌, 相佩蓉, 2021)。在

前文所述的川航团队中, 机长刘传健在面对重大

危机时恰恰展示了诸如自我控制、高质量沟通、

及时准确的信息处理等领导正念的核心特征(路

江涌, 相佩蓉, 2021)。 

由此可见, 领导正念对团队韧性的培育具有

潜在影响, 但遗憾的是目前这两支文献还处于相

对独立的状态。团队韧性的前因研究较少关注领

导特征, 实证研究成果也亟待丰富(Stoverink et al., 

2020; Raetze et al., 2021)。与此同时, 领导正念在团

队层面的有效性检验也是学者们呼吁和关注的话

题 (Chong et al., 2020; Decuypere et al., 2020; 

Jackson, 2021; 张静 等, 2021; 沈莉, 葛玉辉, 2021)。

因此从理论上探讨并实证检验领导正念对团队韧性

的影响, 不仅可以丰富团队韧性前因的相关研究, 

也可以拓展领导正念有效性的作用层次。 

更进一步, 领导正念对团队韧性形成的作用

机制是怎样的?又会受制于何种要素的约束?要全

面理解这一问题, 还需要从团队韧性的内涵出发

进行探究。以往研究指出, 团队韧性既是团队在

逆境中反弹的一种能力(West et al., 2009; Alliger 

et al., 2015), 也是一种动态心理过程(Bennett et 

al., 2010; Morgan et al., 2013), 亦是一种共享信念

(Carmeli et al., 2013; Kennedy et al., 2016)。但现有

研究以“能力观”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忽略了对韧

性能力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理解(路江涌, 相佩蓉, 

2021)。与此同时, 团队韧性变化过程是如何发展

的?团队韧性作为一种团队成员的共享信念和集

体共识又是如何涌现的?现有能力观视角的研究

无法全面解释和回答这些问题。因此学者们呼吁

要从团队韧性形成的动态“过程观”和团队成员互

动涌现的“共识观”视角探究团队韧性的形成机制

(Chapman et al., 2020; Raetze et al., 2021)。 

为回应上述实践关注话题和理论探索呼吁 , 

本研究整合团队韧性的能力观、过程观和共识观, 

对领导正念与团队韧性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

全面的理论探讨, 以期揭示其内在机制及重要的

边界条件。研究结论可以深化和拓展领导正念、

团队韧性的相关研究, 为团队领导力开发与危机

管理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2.1  团队韧性的研究现状 

第一, 团队韧性的内涵。回顾以往研究, 学者

们大致从能力观、过程观与共识观三个视角对团

队韧性的内涵进行了探索。“能力观”视角下的团

队韧性内涵以 West 等人(2009)的定义最为常见, 

他将团队韧性描述为从失败、挫折、冲突或团队

可能经历的任何其他威胁中恢复过来的能力。这

一观点在后续的引用中也被视为一种基于集体团

队合作模式的类状态能力(state-like capability)或

处理团队逆境的能力(Hartmann et al., 2020)。有学

者基于这种动态的集体互动模式对团队韧性内涵

进行了扩展, 将其定义为团队管理逆境和挫折的

过程(Bennett et al., 2010), 由此团队韧性的“过程

观”内涵开始涌现。Morgan 等人(2013)提供了“过

程观”视角下团队韧性最为广泛使用的定义 , 即

作为一种动态的社会心理过程, 主要通过团队成

员之间的行为态度互动过程, 保护团队成员免受

他们共同遇到的压力源的潜在负面影响。“共识

观”视角下团队韧性被定义为团队所持有的一种

共同信念, 即团队能够应对破坏性和挑战性事件

并从挫折中恢复(Carmeli et al., 2013; Kennedy et 

al., 2016)。在共识观视角下, 团队韧性也被理解为

一种团队有信心应对困境的涌现状态(Kennedy et 

al., 2016)。 

本研究对团队韧性的操作化定义倾向于整合

的视角, 即团队韧性是暴露于逆境之后, 团队功

能轨迹基本不受影响或在功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恶

化后恢复到正常水平的能力、动态过程和共享信

念。“整合观”视角下的团队韧性可以在“输入−过

程−输出”的 IPO 模型框架下进行理解(Ilgen et al., 

2005)。具体而言, 团队韧性的“能力观”可以描述

为整合视角下团队成功应对各种威胁的能力“输

入” (Alliger et al., 2015; West et al., 2009); 团队韧

性的“过程观”可以理解为整合视角下团队成员通

过社会互动免受失败、困境和挫折的负面影响的

动态社会心理“转化过程” (Morgan et al., 2013); 

团队韧性的“共识观”可以概括为整合视角下团队

成员之间抵御逆境并从中恢复的共享信念的“输

出” (Kennedy et al., 2016)。 

第二, 团队韧性的测量。现有测量工具主要

有两种类型: 一是根据个体韧性或组织韧性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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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测量量表 , 通过参照点转移模式(referent-shift 

mode)测量团队韧性 ; 二是学者们自行开发的直

接测量团队韧性的量表。第一种类型典型的测量

工具有: 根据 Luthans 等人(2007)心理资本量表中

韧性子量表改编的 6 条目测量量表; 根据 Mallak 

(1998)组织韧性实施原则改编的 7 条目测量量表; 

根据 Sinclair 和 Wallston (2004)韧性应对简版量表

改编的 4 条目测量量表。第二种类型典型的测量

工具有: Salanova 等人(2012)开发的 7 条目健康与

韧性组织量表中团队韧性子量表; Stephens 等人

(2013)自行开发的 3 条目团队韧性测量量表 ; 

Carmeli 等人(2013)自行开发的 6 条目团队韧性测

量量表等。 

第三, 团队韧性的前因研究。团队韧性的定

性和定量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探究其前因上(Raetze 

et al., 2021), 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团队特征、团队

资源与互动过程、领导特征。团队特征方面, 团

队多样性、团队互相依赖、团队规模和团队成员

任期(Morgan et al., 2015; McCray et al., 2016)与团

队韧性密切相关。团队资源与互动过程方面, 已

有研究实证检验了团队成员高质量关系(Carmeli 

et al., 2013; Carmeli et al., 2021)、集体效能和团队

合作 (Vera et al., 2017)、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

(Stephens et al., 2013; Pavez et al., 2021)、团队行

为融合 (Chen & Zhang, 2021)、团队建言氛围

(Brykman & King, 2021)等对团队韧性的积极影

响。领导特征方面, 积极的领导风格可以提高团

队韧性(Morgan et al., 2015), 但目前只有变革型

领导对团队韧性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实证检验(Vera 

et al., 2017; Dimas et al., 2018; 孙谋轩 等, 2021)。 

2.2  领导正念的研究现状 

第一, 领导正念的内涵。领导正念是领导者

有意识地、不加判断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 并

主动保持着对内外部的警觉性和敏感性 (Dane, 

2011; Leroy et al., 2013)。随着正念干预效果不断

被认可, 正念可以通过培训、实践进行提升的观

点达成共识(Good et al., 2016)。因此正念的类状态

特质说(state-like trait)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支持

(Brown & Ryan, 2003; 郑 晓明 , 倪丹 , 2018; 

Feldman et al., 2022), 即正念虽然是一种易变性

较低的特质但也具有一定可塑性。这也为通过正

念培训、正念实践等外部干预手段提升和发展领

导力提供了可能。以往研究指出, 正念具有根构

念(root construct)的特征, 即其先对领导者自身的

认知、情绪、行为产生重要的重塑作用, 再通过

与外界的联结对他人产生影响, 达到动态领导过

程(Good et al., 2016; 沈莉, 葛玉辉, 2021)。本研

究将领导正念视为领导者的一种类状态特质, 领

导正念的研究是在领导力特质理论基础上进行的

拓展。基于以往领导正念的研究(Reb et al., 2014; 

Reb et al., 2019; Schuh et al., 2019; 彭伟 等, 2019; 

Decuypere et al., 2020; 张静 等, 2021; 沈莉, 葛

玉辉, 2021), 结合“正念领导力互动模型” (路江涌, 

相佩蓉, 2021), 本研究认为正念提升领导效能的

过程可以理解为: 领导者通过注意力的自我调节

将意识保持在当下, 以一种开放的、不带偏见的、

观察者视角的方式觉察环境、控制自己、感知他

人进而影响他人和应对变化。 

第二 , 领导正念的个体内效应 (intrapersonal 

effect)。领导正念的个体内效应主要体现在提升领

导者工作效能和个人幸福感两方面。领导者工作

效能方面 : 正念能够提升领导者自我掌控水平

(King & Harr, 2017)、人际公正(Reb et al., 2019)和

程序公正(Schuh et al., 2019)、降低自动情绪反应

(Hülsheger et al., 2013)、提高创造力和决策质量

(Decuypere et al., 2020)、促进高质量倾听和沟通

(Frizzell et al., 2016)。个人幸福感方面: 正念可以

帮助领导者缓解工作压力(Wasylkiw et al., 2016)、

增加睡眠时间和降低情感倦怠 (Murnieks et al., 

2020)、提升心理需求满足和幸福感(Reitz et al., 

2020)、促进心理资本进而增强希望、韧性和乐观

主义(Decuypere et al., 2020)。 

第三 , 领导正念的个体间效应 (interpersonal 

effect)。领导正念的个体间效应主要体现在提升下

属工作效能和身心健康两方面。下属工作效能方

面: 领导正念可以提高下属任务绩效(Schuh et al., 

2019; Reb et al., 2019)和角色外绩效(Reb et al., 

2019), 减少工作偏差行为(Reb et al., 2014)。下属

身心健康方面 : 领导正念可以增加下属幸福感

(Pinck & Sonnentag, 2017)、促进下属工作−家庭平

衡(Reb et al., 2014)、增强领导−员工交换质量(Reb 

et al., 2019)、提高下属韧性(张静 等, 2021)、降低

下属阻碍性压力 (Liu et al., 2021)和情绪耗竭

(Schuh et al., 2019)等。 

2.3  研究述评 

现有研究围绕团队韧性和领导正念分别作了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第 7 期 刘贝妮 等: 团队何以愈挫弥坚?领导正念对团队韧性形成的影响 1149 

 

 

有意义的探讨, 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文献基础, 

然而还有以下三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首先, 能力观视角在团队韧性研究中占据主

导位置(Talat & Riza, 2020; Brykman & King, 2021; 

Carmeli et al., 2021), 虽然推动了研究发展, 但单

一视角对于团队韧性形成机制的揭示仍然不足 , 

忽视了对能力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全面理解(路

江涌, 相佩蓉, 2021)。基于过程观和共识观的研究

将更好地丰富能力观视角下的研究不足, 学者们

也呼吁从团队韧性形成的动态“过程观”和团队成

员互动涌现的“共识观”视角全面刻画团队韧性的

形成机制 (Chapman et al., 2020; Raetze et al., 

2021)。 

其次 , 由于团队韧性的内涵具有多种视角 , 

学者们对于团队韧性的操作化还没有达成共识 , 

甚至存在操作化与内涵错位对应的情况。比如

West 等人(2009)对团队韧性的界定属于“能力观”

的典型代表, 但是其在进行测量时改编了 Luthans

等人(2007)心理资本量表中韧性子量表 , 该量表

强调的韧性是一种动态心理状态 , 与本研究的

“过程观”视角更为契合。Vera 等人(2017)将团队韧

性视为一种集体心理构念, 强调的是团队成员应

对困境时的社会心理过程 , 属于本研究的“过程

观”视角。但在测量时应用的 Salanova 等人(2012)

开发的测量量表却是将团队韧性视为一种能力。

由此可见, 进一步明确团队韧性的内涵并选择与

之相契合的量表进行操作化测量, 将有助于更好

地厘清团队韧性的形成机制, 提高研究的信效度。 

第三, 团队韧性的前因研究对领导特征的关

注不足。团队领导对于塑造团队韧性具有重要作

用(Vera et al., 2017; Dimas et al., 2018)。最新的研

究多次指出, 团队领导特征如何影响团队韧性的

实证研究亟待丰富(孙谋轩 等, 2021; Hartmann et 

al., 2021)。已有研究指出, 基于领导力的正念实践

有助于提高领导韧性(Reitz et al., 2020; 张静 等, 

2021)。但是有韧性的领导不一定带来有韧性的员

工, 一群有韧性的员工聚集在一起也不一定会产

生有韧性的团队(Alliger et al., 2015; Meneghel et 

al., 2016)。因此在团队层面探究领导正念对团队

韧性的独特影响是有价值的, 学者们也呼吁应该

在团队层次检验领导正念的有效性(Chong et al., 

2020; Decuypere et al., 2020; 张静 等, 2021; 沈

莉, 葛玉辉, 2021)。但现有研究对领导正念和团队

韧性的讨论还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 有待进一步

探究。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分别从能力观、过程观以及共识观三

个视角出发, 开展 3 项具体研究设计。研究 1 探

讨领导正念影响团队韧性能力的作用机制。基于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 结合“团队输入−涌现状态−

互动模式−团队产出”的团队过程组成模型框架 , 

探究领导正念依次通过团队工作焦虑吸收、团队

情绪承载力促进团队韧性能力的形成机制, 同时

考察团队前期绩效的边界条件。研究 2 揭示领导

正念变化影响团队韧性变化的发展规律。基于资

源保存理论, 探究团队内层面领导正念变化影响

团队韧性变化的作用机制: 社会资源机制和认知

资源机制, 其中社会资源机制考察团队心理安全

变化, 认知资源机制考察团队认知重评变化。研

究 3 刻画领导正念促进团队韧性共识的涌现过

程。基于意义建构理论, 探究领导正念作为意义

给赋, 通过团队意义建构促进团队韧性共识涌现

的作用机制, 考察团队情感融合的情境效应。本

研究的总体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3.1  研究 1: “能力观”视角下领导正念对团队韧

性的影响研究 

“能力观”视角下团队韧性指的是团队从失

败、挫折、冲突或团队可能经历的任何其他威胁

中恢复过来的能力(West et al., 2009)。团队韧性研

究情境下的焦虑指的是员工应对逆境工作环境或

事 件 是 呈 现 出 来 的 担 心 、 紧 张 等 情 感 状 态

(Spielberger, 2013)。团队工作焦虑吸收则是团队

通过直面焦虑将其化解, 稀释痛苦情绪的力量和

强度(Barton & Kahn, 2019)。团队工作焦虑吸收可

以被视为一种团队情感认知的涌现状态。领导正

念对团队工作焦虑吸收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方面: 一是正念的领导对环境清晰察觉, 对

不确定事件给出解释、建立认知秩序, 对工作相

关事件持有开放沟通的态度(Burmansah et al., 

2020)。因此, 领导正念会直接降低团队成员之间

因为认知障碍造成的困惑、焦虑与紧张(张静 等, 

2021), 团队成员对于正在面临的消极情绪能更好

接受。二是正念的领导对所发生的事情采取一种

不加判断的、接纳的态度(Hyland et al., 2015), 因

此团队成员能够毫无障碍地表达自己体验到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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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研究的总体理论框架 
注: 上标 1 = 研究 1 中的内容, 2 = 研究 2 中的内容, 3 = 研究 3 中的内容; △ 表示两个时间点该变量的变化量。 

 

虑感受。而这种彼此直面焦虑并坦诚沟通、共同

面对的状态正是团队工作焦虑吸收的关键(Barton 

& Kahn, 2019)。三是领导正念有助于团队成员理

解他们的经历(Burmansah et al., 2020)、富有同情

心且以同情的态度回应(Liu et al., 2021)。这些信

息的传递有助于团队成员将工作环境解读为充满

包容和关怀的氛围, 可以自由地讨论焦虑并削弱

被焦虑控制的感受从而吸收团队工作焦虑。 

命题 1: 领导正念对团队工作焦虑吸收具有

正向影响。 

情绪承载力是在个体间高质量链接理论中发

展而来的概念, 指的是团队成员之间能够表达和

承载更多的情绪, 并且以一种建设性的互动方式

去表达和承载(Stephens et al., 2013)。团队情绪承

载力是团队互动中的模式特征。根据社会信息加

工理论和团队过程组成模型(Salancik & Pfeffer, 

1978; Marks, 2001), 团队工作焦虑吸收作为“涌现

状态”体现了领导正念作为信息载体对团队情感

认知状态的塑造, 而“互动模式”则是基于这一情

感认知状态呈现的行为互动表现, 即团队情绪承

载力。团队工作焦虑吸收会促进团队情绪承载力

的提升, 主要有以下三种机制: 一是团队工作焦

虑吸收后, 团队成员会创造一个更加抱持的环境

(holding environment) (Barton & Kahn, 2019), 使

得身处其中的团队成员能毫无障碍地互相表达自

己的感受, 而团队情绪承载力的关键表现就是成

员之间畅通的沟通(Stephens et al., 2013)。二是当

焦虑被有效吸收后, 团队成员会更加直面焦虑而

不是防御性地避而不谈, 这为接下来的互动过程

中更为明确地承认和讨论问题提供了可能(Kahn 

et al., 2018), 因此积极或者消极的感受都可以被

更好地表达和传递。三是当团队成员涌现出焦虑

吸收的状态时, 团队成员就有了适当的关系基础

(Kahn et al., 2013), 这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进行

互动, 更为建设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以提高团队

情绪承载力。此外, 由于团队涌现状态可以作为

连接团队输入要素与互动模式的中介因素(Marks 

et al., 2001), 据此本研究认为团队工作焦虑吸收

可以传导领导正念作为团队情境性输入要素对团

队情绪承载力这一互动模式中的核心活动产生的

影响。  

命题 2: 领导正念能够通过促进团队工作焦

虑吸收提升团队情绪承载力。 

团队情绪承载力强调的是团队成员在互动过

程中毫无障碍地、建设性地表达积极和消极情绪

(Stephens et al., 2013)。团队情绪承载力可以通过

三种途径增强团队韧性能力: 一是团队成员彼此

经常性地、及时地表达积极情绪可以帮助他们从

正在经历的逆境中的沮丧、失望中恢复(Kahn et 

al., 2018)。已有研究也已经证实积极情感传递对

于团队韧性的促进作用(Meneghel et al., 2016)。二

是团队成员之间消极情绪的表达帮助团队保持一

种警惕状态 , 有助于团队学习 (Barton & Kahn, 

2019)。不能及时表达消极情绪的团队往往会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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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情绪的作用, 导致团队陷入停滞和功能失调

进而损害团队韧性能力的形成。三是当情绪以威

胁性的方式表达时(如责备、攻击), 团队成员之间

会产生疏离(Kahn et al., 2013), 阻碍相互学习的

可能(Gibson & Vermeulen, 2003)从而减少韧性反

应。因此当沟通以具有建设性和关怀性的方式进

行时, 就能够预防无效冲突、增加团队学习, 团队

韧性能力就更有可能产生 (Lawrence & Maitlis, 

2012)。 

命题 3: 团队工作焦虑吸收能够通过提升团

队情绪承载力促进团队韧性。 

根据前文命题的关系, 结合社会信息加工理

论和“团队输入−涌现状态−互动模式−团队产出”

框架, 本研究认为领导正念(团队输入)践行和鼓

励团队开放沟通, 以一种不加判断的方式全然接

受各种观点, 营造充满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团队氛

围, 因此可以有效吸收和化解团队工作焦虑(涌现

状态)。这种共享的团队情感认知状态将促进团队

成员之间的建设性沟通, 帮助团队成员通过互动

及时地传递积极和消极情绪, 因此提高团队情绪

承载力(互动模式)。这种互动模式可以让团队成员

之间预防功能失调、防止无效冲突、增加团队学

习进而提升团队韧性能力(团队产出)。  

命题 4: 领导正念能够通过促进团队工作焦

虑吸收提升团队情绪承载力, 进而对团队韧性产

生正向影响。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指出,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

时, 社会信息发挥的作用更大(Salancik & Pfeffer, 

1978)。外部环境越是不确定, 团队成员越倾向于

从领导正念这一社会信息中寻求理解工作环境的

线索。从绩效反馈视角来看, 团队可能会根据之

前的团队绩效表现来调整之后的关注重点与行动

决策(Schippers et al., 2013)。因此团队既往绩效水

平是影响团队成员对解读领导风格传递信息的重

要情境因素(高中华 等, 2020)。领导正念在团队

前期绩效不佳的团队中更能促进团队工作焦虑吸

收, 主要有两种机制: 一是既往绩效的不良表现

会引发团队成员工作不安全感上升, 此时团队成

员更需要从领导正念所传递的不加判断的接纳、

积极的情绪调节(Hülsheger et al., 2013; Lippincott, 

2018)等社会信息中寻求帮助, 以此更好地缓解工

作焦虑。二是既往绩效不好的团队对在工作中应

该如何表现具有不确定感, 会产生认知偏差。正

念的领导会保持对环境和周围信息的察觉(Brown 

et al., 2007), 具有更强的情境意识和适应变革的

能力(Urrila, 2022)。这些都有助于在不确定环境下

通过领导正念更好地帮助团队成员建立认知秩序, 

进而有效缓解工作焦虑。 

命题 5: 在团队前期绩效不佳的情况下, 领

导正念能更好地促进团队工作焦虑吸收。 

结合前文阐述的关系, 可以预期团队前期绩

效会进一步影响领导正念依次通过团队工作焦虑

吸收、团队情绪承载力对团队韧性的间接关系。

具体来讲, 对于前期绩效不好的团队, 其处于的

是更加不确定的环境中, 领导正念将能更好地帮

助团队成员彼此关怀、重建认知、吸收焦虑, 进

而更顺畅地、建设性地沟通积极和消极情绪, 从

而有助于团队韧性的提升。相反, 如果团队既往

绩效表现较好, 团队成员将失去威胁感和紧迫感

从而处于惯性运行状态。而领导正念所具有的拒

绝惯性运行将无益于团队工作焦虑的吸收和化解, 

从而产生关系僵化, 无法畅通进行情绪信息的交

流, 进而对团队韧性产生损害。 

命题 6: 在团队前期绩效不佳的情况下, 领

导正念能更好地通过促进团队工作焦虑吸收提升

团队情绪承载力进而增强团队韧性。 

3.2  研究 2: “过程观”视角下领导正念对团队韧

性的影响研究 

“过程观”视角下团队韧性指的是一种动态的

社会心理过程, 主要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态度行

为互动, 保护团队成员免受他们共同遇到的压力

源的潜在负面影响(Morgan et al., 2013)。以往研究

呼吁应该关注团队韧性的动态本质, 注重其动态

变化过程 (Chapman et al., 2020; Raetze et al., 

2021)。基于此, 本研究引入动态变化的研究视角, 

考察领导正念变化通过团队心理安全变化和团队

认知重评变化影响团队韧性变化的双中介路径。 

已有研究已经指出, 正念领导并不仅是一种

管理技巧, 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Mahfouz, 2018)。

这隐含着正念在领导者自身的发展可能是一个动

态变化的过程。另外, 领导正念内涵的“类状态特

质” (Brown & Ryan, 2003)也强调领导正念具有可

塑性, 可以动态变化和提升。领导正念变化促进

团队韧性变化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领导

正念能够传递积极情感, 营造快乐、充满关怀的

工作场所文化(Hougaard & Carter, 2018;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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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促进工作场所积极情感的变化。资源保存

理论认为, 团队共享的条件可以作为资源车道(如

积极情感 ) 进而促进可生成资源的动态增加

(Hobfoll et al., 2018), 带来团队韧性变化(Chen et 

al., 2015)。实证研究也为这一想法提供了证据, 团

队快乐文化氛围的积极变化显著预测了团队韧性

的积极变化(Hartmann et al., 2021)。二是领导正念

变化带来团队积极情感的变化, 将团队置于积极

成长的轨道上。资源保存理论的资源增值螺旋效

应指出(Hobfoll, 1989), 资源的增加会促进其他积

极资源的进一步获取, 而团队积极资源已经被证

实是团队韧性的重要前因(Meneghel et al., 2016; 

Carmeli et al., 2021; Pavez et al., 2021)。因此随着

时间的推移, 领导正念变化会带来团队功能性的

改变, 团队韧性也会随之变化。三是以往研究指

出 获 得 性 资 源 禀 赋 的 提 升 会 提 高 团 队 韧 性

(Gucciardi et al., 2018), 领导正念的积极变化作为

一种团队可获得的资源输入的变化, 可以为团队

资源禀赋提供补充进而促进团队韧性变化。  

命题 7: 领导正念的积极变化对团队韧性的

积极变化具有正向影响。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我们进一步认为团队在

获得资源(领导正念的积极变化)之后, 会利用这

些资源来获取更多资源(Hobfoll, 2011), 包括社会

资源和认知资源。团队心理安全是团队成员对团

队中人际风险的后果感知(Edmondson, 1999), 是

重要的团队社会资源变化机制。领导正念变化对

团队心理安全变化具有潜在影响, 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 一是已有研究表明, 人际互动过程产生的

高 质 量 关 系 是 团 队 心 理 安 全 的 重 要 前 因

(Edmondson, 1999)。领导正念水平的提升会带来

领导与团队成员积极的互动和高质量的链接

(Reitz et al., 2020; Urrila, 2022)。这将有助于在团

队中形成互相感染的氛围, 培养团队高质量的社

会关系, 从而带来团队心理安全变化。与这一机

制相似的实证研究也表明, 集体的积极情感会促

进团队成员互相之间的亲社会行为, 降低团队人

际风险(West et al., 2021)。二是领导正念水平的提

升会带来共情能力的增加(Liu et al., 2021), 这预

示着更高的“自我−他人”重叠和更复杂的对他人

的理解能力(Fredrickson et al., 2008)。这将更有可

能发展包容性的团队氛围, 影响团队心理安全的

变化。 

高质量的关系具有生长性和生命力, 可以形

成 团 队 运 作 的 重 要 资 源 , 尤 其 是 团 队 韧 性

(Carmeli et al., 2013; Stephens et al., 2013)。以往研

究也表明, 团队心理安全是一种团队成员高质量

链接的体现(Edmondson, 1999)。因此, 团队心理

安全的改变可能通过以下两方面影响团队韧性的

变化: 一是在团队心理安全水平提高时, 团队成

员会更加畅所欲言, 不会担心尴尬、拒绝或惩罚

等人际风险的发生。当逆境袭来时, 团队心理安

全水平的提高减轻了可能导致成员变得防御或不

太愿意公开讨论重大问题的担忧(Carmeli et al., 

2013), 从而促进团队韧性的提升。二是团队心理

安全水平的变化会带来团队成员相互关系的高质

量体验, 这种生成形式的关系资源会使成员拥有

培养心理资本的资源(Carmeli et al., 2015), 进而

促进团队韧性变化的发生。 

命题 8: 领导正念的积极变化能够通过促进

团队心理安全的积极变化带来团队韧性的积极

变化。 

作为认知资源变化机制, 团队认知重评是团

队成员从认知上改变对情境的感知意义(Gross & 

John, 2003)。领导正念变化会影响团队认知重评

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领导正念变化

会让领导更能从旁观者角度体验内部经验, 帮助

团队成员从正在经历的痛苦境遇中解耦(Good et 

al., 2016), 从而对如何看待情境产生不同认知。二

是领导正念水平提升会使领导对工作相关的事情

秉持更为开放和抱持的态度 (Burmansah et al., 

2020), 促进团队成员站在彼此的角度考虑问题

(Liu et al., 2021), 从而能更好地以不同的方式和

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三是正念水平的提升会

提高领导信息处理能力(Lippincott, 2018), 这将有

助于领导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认知并积极地影响团

队成员(张静 等, 2021)。团队成员会根据领导者的

认知反应调整和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式(DeChurch et 

al., 2011), 进而带来团队认知重评积极变化。 

团队认知重评变化会进一步影响团队韧性变

化, 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机制: 一是团队认知重评

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团队成员之间在面对困难和压

力时保持冷静(Gross & John, 2003), 从而避免了

团队关系僵化和功能性失调, 这些均为制约团队

韧性提升的因素。二是团队认知重评的积极变化

会让团队以更积极的思考问题方式进行人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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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直接降低破坏性团队冲突的可能 (Kay & 

Skarlicki, 2020), 进而有利于团队韧性的培养。三

是积极发展的团队认知重评能够帮助团队以更具

有建设性的方式缓解可能的悲伤、焦虑、愤怒等

消极情绪(Weber et al., 2014), 而团队消极情绪的

吸收是团队由脆性走向韧性的关键 (Barton & 

Kahn, 2019)。  

命题 9: 领导正念的积极变化能够通过促进

团队认知重评的积极变化带来团队韧性的积极

变化。 

3.3  研究 3: “共识观”视角下领导正念对团队韧

性的影响研究 

“共识观”视角下团队韧性被定义为团队所持

有的一种共享信念, 即团队能够应对破坏性和挑

战性事件并从挫折中恢复过来 (Carmeli et al., 

2013; Kennedy et al., 2016)。在共识观视角下, 团

队韧性也被理解为一种团队有信心应对困境的涌

现状态(Kennedy et al., 2016)。意义建构理论为理

解团队如何解释和应对困境提供了理论视角

(Weick et al., 2005; Stoverink et al., 2020; Talat & 

Riaz, 2020; 孙谋轩 等, 2021)。当面临危机情境时, 

团队成员需要借助环境中的线索对危机事件形成

理解, 并通过内在解释与外在行为的循环互动形

成主体间新的意义(Maitlis & Christianson, 2014)。

团队意义建构是持续往复过程, 直至意义建构共

识的形成(Klein et al., 2010)。团队意义建构过程涉

及到团队信息沟通、认知构建和集体回应(Akgün 

et al., 2012)。 

领导正念作为在危机情境下的意义给赋, 对

团队意义建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

是正念的领导会以旁观者身份看待内部经验, 以

初学者的心态看待团队任务(Wihler et al., 2022), 

因此可以促进团队成员免受经验困扰, 从不同角

度、以不同方式看待和讨论事情从而加强团队信

息沟通并促进团队意义建构。二是领导正念会促

进工作场所的高质量倾听和沟通(Frizzell et al., 

2016), 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和链接, 促

进情感依赖。正念的领导会呈现出更多的亲社会

动机和帮助行为(Reitz et al., 2020; Sawyer et al., 

2022), 这会增加团队成员之间进行社会交换和互

帮互助, 促进团队成员团队身份认同的建构。这

种身份认同的认知建构是团队意义建构的重要方

面(Akgün et al., 2012)。三是正念的领导对工作相

关事项持开放沟通的态度(Burmansah et al., 2020), 

拥有更高水平的信息处理能力(Lippincott, 2018)。

正念领导会协调团队成员之间不同的观点, 引导

团队成员讨论工作和回顾目标, 这些都是团队意

义建构中集体回应的具体表现。  

命题 10: 领导正念对团队意义建构具有正向

影响。 

基于意义建构理论, 团队意义建构有助于团

队在动态环境中对正在发生的事件建立合理解释

(Weick et al., 2005)。这种解释帮助团队对关键资

源进行最优投资, 进而变得更有韧性(Weick et al., 

2005)。团队意义建构对团队韧性的促进作用体现

在三个方面: 一是团队成员有效的意义建构促进

了信息沟通, 允许实时更新对现实的理解(Gray et 

al., 2015)。这将增加团队成员对微弱线索的注意

力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关注, 形成团队韧性培养的

基础。二是团队意义建构有助于形成身份认同 , 

促进团队凝聚力进而提升团队成员之间形成高质

量链接(Welbourne & Paterson, 2017)。已有研究已

经证实团队高质量的成员关系有助于团队韧性的

形成(Carmeli et al., 2013; Carmeli et al., 2021)。三

是团队意义建构包含团队自反, 通过鼓励成员质

疑现有假设和信念(Schippers et al., 2015), 允许团

队对已建立的惯例进行重新配置, 提出新的解决

方案和响应进而提高团队韧性。另外, 已有实证

研究结果也表明, 团队意义建构对团队韧性具有

重要影响(Talat & Riaz, 2020; 孙谋轩 等, 2021)。  

命题 11: 领导正念能够通过促进团队意义建

构提升团队韧性。 

团队情感融合指的是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

尊重和喜欢(Cronin et al., 2011)。它以团队互动为

基础 , 反映了团队成员之间的整体工作关系

(Cronin et al., 2011; Marks et al., 2001)。领导正念

促进了团队意义建构, 因为它使团队成员之间的

信息沟通、认知构建和集体回应发生了改变, 这

些均有助于团队意义建构。团队情感融合增强了

领导正念对团队意义建构的积极作用, 主要有以

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正念的领导会鼓励团队成员

站在其他成员视角看待问题(Liu et al., 2021), 促

进团队表征转换。但如果团队成员之间的情感融

合程度不高, 成员可能缺乏动力去解读领导正念

给赋的“换位思考、观点采择”等意义, 进而降低领

导正念对团队通过信息交换进行意义建构的促进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115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1 卷 

 

 

作用。二是领导正念促进高质量社会交换(Reb et 

al., 2019)和帮助行为(Reitz et al., 2020; Sawyer et 

al., 2022), 促进团队概念形成从而提高成员团队

身份认同。当团队成员相互信任、尊重和喜欢时

(Cronin et al., 2011), 会形成更强烈的亲团队动机, 

这种与领导特质更为匹配的团队状态会更好地促

进基于身份认同的团队意义建构过程。三是正念

的 领 导 对 工 作 相 关 事 项 持 开 放 沟 通 的 态 度

(Burmansah et al., 2020), 从而促进团队意义建

构。情感融合增加了团队成员对不同意见和冲突

的容忍程度(Bradley et al., 2012)。在情感融合的团

队中, 团队成员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各种不同意

见并将其视为可能优化团队流程的机会, 而不把

批评或判断当作针对个人的 (DeJong & Elfring, 

2010)。因此领导正念所营造的开放沟通的文化与

氛围在情感融合程度较高的团队中将更有利于促

进团队意义建构。  

命题 12: 在团队情感融合程度高的情况下, 

领导正念能更好地促进团队意义建构。 

4  理论建构 

提高团队韧性是团队在逆境中转危为安、愈

挫弥坚的关键。然而相比起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

的韧性研究, 团队层面的韧性研究相当匮乏。有

限的团队韧性研究中, 将团队韧性视为一种能力

的研究视角占据主导位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研究进展, 但单一视角对于团队韧性形成机

制的揭示仍然不足。已有研究忽视了从团队韧性

形成的动态过程视角和共享信念涌现视角来探究

韧性从而何来。与此同时, 团队韧性的前因研究

较少关注领导特征。企业危机管理实践的经验揭

示了领导正念或将是团队韧性培育的行之有效的

领导特征之一, 但领导正念与团队韧性的理论研

究还处于相对分离状态。本研究率先揭示领导正

念与团队韧性之间的关系, 整合能力观、过程观

和共识观三种视角 , 兼顾动态过程与静态结果 , 

为领导正念影响团队韧性形成提供了更为全面的

理论解释。本研究的理论建构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 建构了领导正念与团队韧性之间的能

力形成路径。能力观视角下的研究多数聚焦在积

极情感对团队韧性能力形成的重要作用(Carmeli 

et al., 2013; Meneghel et al., 2016; Carmeli et al., 

2021; Hartmann et al., 2021)。然而有研究指出, 困

境中团队消极情感防御状态其实是团队走向脆性

的导火索, 而对焦虑的直面和吸收是团队韧性形

成的关键(Barton & Kahn, 2019)。因此团队工作焦

虑吸收可能是团队韧性能力形成的前因。同时以

往研究也指出, 焦虑等团队负面情绪的化解和吸

收能促进团队成员真实情绪(既包括积极情绪又

包括消极情绪)的及时传递(Kahn et al., 2018), 而

这便是团队情绪承载力(Stephens et al., 2013)。因

此, 能力观视角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建构了

团队工作焦虑吸收和团队情绪承载力在领导正念

影响团队韧性过程中的连续传导作用。同时将团

队特征(团队前期绩效)纳入到情境因素中, 回答

了在什么样的团队中领导正念更有效的管理现实

问题, 为系统明晰领导正念何时以及如何促进团

队韧性能力形成提供了理论框架。 

第二, 建构了领导正念与团队韧性之间的动

态变化机制。既往团队韧性的研究皆采用传统静

态截面数据的研究思路, 忽略了团队韧性的动态

发展(Chapman et al., 2020; Raetze et al., 2021)。领

导行为和组织行为的考察也强调注重研究的动态

性是发展趋势(张志学 等, 2016)。因此在研究设

计上, 采取动态的纵贯追踪来探究团队韧性变化

过程是必要的。以往研究指出, 应在团队韧性动

态变化中应考虑团队心理安全的变化(Hartmann 

et al., 2021)。同时, 逆境中团队成员改变对境遇及

其感知意义的看法, 从而产生适应性反应是团队

韧性变化的关键(Barton & Kahn, 2019; Stoverink 

et al., 2020), 而这正是团队的认知重评发生的变

化。因此, 过程观视角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建构了

团队内(within-team)层面领导正念变化影响团队

韧性变化的“社会−认知”资源变化机制 , 为领导

正念与团队韧性之间的动态变化及其内在机理提

供理论支撑,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团队韧性发展的

潜在动力。 

第三, 建构了领导正念与团队韧性之间的共

识涌现机理。以往共识观视角下的团队韧性研究

指出, 团队共识的形成主要在团队成员之间不断

地解释、沟通、反思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状态

(Kennedy et al., 2016)。这种涌现状态是依赖于团

队成员在不确定环境中不断地进行信息搜索和解

读来建构(Talat & Riza, 2020; 孙谋轩 等, 2021), 

而这正是团队意义建构的过程。同时, 意义建构

视角也强调情境信息和线索在塑造团队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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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重要作用(Maitlis & Christianson, 2014)。

以往研究认为团队成员共识形成的过程中, 团队

成员信任、互惠等情感融合具有重要的积极情境

作用(Pavez et al., 2021; Carmeli et al., 2021), 需要

关注团队情感融合在意义建构中的情境效应。因

此, 共识观视角基于意义建构理论, 建构了领导

正念通过团队意义建构促进团队韧性共识涌现的

影响机制, 识别了团队情感融合在领导正念促进

团队意义建构过程中的情境效应, 为明确与提升

领导正念促进团队韧性的有效性提供了较为全面

的解释。 

总体而言, 本研究明晰了团队韧性的丰富内

涵, 通过整合观的视角, 不仅将团队韧性视为一

种团队能力, 也将其视为团队的互动过程和团队

的共识涌现。因此不同的侧重视角下领导正念对

团队韧性形成的内在机制也不尽相同。本研究分

别从能力观、过程观和共识观三个视角出发, 更

为全面地揭示了领导正念与团队韧性之间的关系, 

丰富了团队韧性中关于领导特征前因的研究, 拓

展了团队韧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链接了领导正

念和团队韧性相关文献存在的理论间隙。研究为

领导正念影响团队韧性形成提供了更为综合且清

晰的理论解释, 为动荡商业环境中领导力发展、

团队韧性培育等实践关注话题提供了创新性的理

论解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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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enables teams to “bounce back” from adversity?  
The influence of leader mindfulness on team resilience 

LIU Beini1, ZHANG Zhixue2 
(1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2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eam resilience is the key to successful risk response, rapid recovery, and even growth in a crisis.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team resilience is not only the capacity of a team to bounce back from adversity, 

but also a dynamic psychological process and a shared belief. Research on team resilience is scant. The 

limited literature on team resilience falls short on two points. First, the capacity perspective dominates the 

research, ignoring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ed belief in team resilience. Second, 

antecedent research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leader characteristic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current research 

attempts to characteriz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leader mindfulness on team resilience from capacity, 

process, and belief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will deepen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on leader mindfulness and 

team resilience, and provide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eams to survive adversity. 

Keywords: leader mindfulness, team resilience, capacity, psychosocial process, shared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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